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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学术史回顾·

中国近代史研究 70 年( 1949—2019)
*

王建朗

内容提要 历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 70 年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 40 年的发

展，中国近代史研究已经形成了比较稳定、成熟的学科体系，研究队伍强大，学术成果层出

不穷，呈现出繁荣发展的景象。近代史研究的发展，获益于社会的进步，获益于平等的学

术对话，获益于社会的开放与对外学术交流的拓展。中国近代史研究已经达到了一个新

的学术高度，并形成了持续发展的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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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可以说伴随着中国进入近代即已开始。晚清与民国时期已有若干各

具特色的中国近代史通史著作与专题著作面世。系统地以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国近代史，则缘于

延安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大力推动。中国共产党为了更好地推动社会革命，需要厘清中国社会的性

质、中国革命的性质，需要对中国历史，尤其是对中国近代史作出自己的解说。以范文澜的《中国

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 1947 年初版) 和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 1948 年初版) 为代表，中

国共产党初步建立了一个以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史为中心的中国近代史叙述框架。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近代史研究也进入一个新阶段。起始于延安的中国近代

史解释体系占据主导地位，并日益完善与体系化。观察 70 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大致可以分为

两个阶段，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的 30 年和改革开放以来的 40 年。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 30 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

中国史学传统历来“厚古薄今”，在以往学人的认知中，研究距离太近的历史难称学问，因为这

一研究既可能包含着执笔人难以摆脱的立场与情感倾向，又受制于历史结果还没有充分显现的现

实困境，其研究成果便难以避免不够客观和准确的风险。因此，距离过近的历史是不宜研究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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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产党“厚今薄古”的倡导，改变了这一状况，中国近代史研究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获得空前发

展。应该说，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发展不仅仅是政策的推动，实际上是适应了一个变动的社会的需

求。社会的发展对重新解释新近的历史提出了要求，人们需要认识刚刚过去的历史，明确未来的发

展方向。简言之，社会的需要造成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大踏步发展。
为了加强对中国近代历史的研究，经中央政府同意，1950 年 5 月 1 日，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

所正式组建成立，这是中国科学院设立的第一个历史研究所，也是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最早成立的研

究所之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 17 年间( 1949—1966 ) ，中国近代史学界在建立近代史研究体系和整

理出版近代史资料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
( 一) 建立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体系

1949 年以后，唯物史观指导下的革命史学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由边缘走向中心，由异端变

为正统。在很短的时间内，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便全面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绝对支配地位。唯物

史观能够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迅速而全面地确立主导地位，有着多方面的原因。除了中国共产

党主政后大力推行自己尊崇的意识形态外，唯物史观本身的学术价值也是历史学家们接受它的重

要基础。马克思主义是产生于西方历史脉络中的进步思想，它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对经济因素的强

调，对普通民众的重视，对阶级斗争的揭示，引领了 19 世纪后的时代主潮，对后世的政治思想和学

术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这是中国近代史学者接受唯物史观最重要基础。
1954 年，胡绳发表《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一文，确立了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基本叙述框架。

这一框架包括三方面内容: 第一，中国近代史开端于 1840 年鸦片战争; 第二，中国近代史下限为

1919 年五四运动; 第三，这 80 年历史以太平天国运动、戊戌维新和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三次革

命高潮”为主线。①

以西方列强入侵中国的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自有中国近代史论著出版以来，就是

广为接受的时间分期。而以 1919 年五四运动为中国近代史下限，则有不同意见，不少学者主张将

下限划至 1949 年。胡绳首倡的“三次革命高潮”说成为中国近代史主流话语体系的核心，对中国

近代史研究的影响既深且广，由此构建起一个纯粹的革命史体系。这个革命史体系以阶级斗争为

主线，以“两个过程”为基本发展线索，揭示晚清中国半殖民地化和半封建化的过程，突出人民群众

反帝分封建斗争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以“三次革命高潮”和“八大事件”为具体内容。所谓“八大事

件”，即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

革命。这一时期的中国近代史研究，都是在这一体系之下展开的。
此后的中国近代史教科书和论著，大致以三次革命高潮为主线，以“八大事件”为中国近代史

基本内容。这一框架的建立，对于了解中国近代史的基本脉络，尤其是对于阐述中国革命致胜之

由，都有重要意义。但随着阶级斗争观念的一再强化，三次革命高潮中的戊戌维新因“改良”而逐

渐趋向负面评价，辛亥革命亦因“不彻底性”而评价低落，只有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作为“反帝反

封建”的标杆而成为研究热门。
这 17 年也是中共党史和革命史体系的建立时期。1951 年 7 月，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30 周

年，胡乔木发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在早期革命史叙述中具有开创意义。该书把中共前 3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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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胡绳的文章发表于《历史研究》1954 年第 1 期。相关讨论参见王也扬、赵庆云编著《当代中国近代史理论研究》，中国社

会科学出版社 2016 年版，第一章“中共建政与近代史理论范式的确立”; 李怀印著，岁有生、王传奇译《重构近代中国: 中国历史写

作中的想象与真实》，中华书局 2013 年版，第四章“制造新的正统: 1950 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科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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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历史分成四个阶段: 党的成立和第一次国内革命( 1921—1927 ) ;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 1927—
1937) ; 抗日战争( 1937—1945) ;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1945—1951) 。这

四个阶段既一脉相承，共同构筑了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历史，又相互区分，呈现出独特的阶段特征。
全书基本构建了中国共产党前 30 年历史的框架。

1956 年，李新等开始编写《中国新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自 1959 年至 1962 年先后出版 4 卷。
《中国新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以通史撰写为目标，将革命史研究向经济、思想文化、民族等各方面

拓展，力图更完整地反映中共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全貌，在向通史发展方面开了一个好头。
这一时期，从总体上研究革命史的著作和教材还有: 何干之主编的《中国现代革命史》、胡华的

《中国革命史讲义》。这些著作以中共中央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主干，

叙述中国共产党革命的历史进程，基本构建了中国革命史的框架，从学理上阐明中国革命史的叙述逻

辑，其主脉络长期为日后的中国革命史所沿用。此外，这一时期还出版了一批有较高学术价值的专

著，主要包括: 何干之的《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黎澍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刘大年

主编的《美国侵华史》、廖盖隆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简史》、丁守和和殷叙彝合著的《从五四启蒙运动

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等。这些著作对于中共革命史研究科学体系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 二) 系统整理出版近代史资料

对于史料的重视，可以说是新旧史家的学术共识。中国传统史学注重史料自不必说，革命史学

家中的一些领军人物原本亦是旧史学的翘楚。如，郭沫若是大名鼎鼎的“甲骨四堂”之一; 范文澜

幼时受过严格的经学训练，年轻时参与过“整理国故运动”; 刘大年离世前最后的著述是《评近代经

学》。这些革命史学家具有良好的史学专业训练，传承了重视史料基础工作的史学传统。
有计划地整理出版近代史资料是 17 年史学留下的光彩篇章。这项工作规模庞大、组织有序、

作业严谨，学术价值至今仍广被认可。尤有影响者，是几种大型资料丛刊的编辑出版。中国史学会

还在筹备阶段，范文澜就提出编辑“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计划，并立即付诸实施。1951 年起，中

国史学会陆续编辑出版了《鸦片战争》《太平天国》《回民起义》《捻军》《洋务运动》《中法战争》《中

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辛亥革命》10 种专题史料，加上 1978 年出版《第二次鸦片战争》，这

11 部由中国史学会编辑的专题资料共 68 册，2758 万字。
1952 年，中国史学会和中国经济学会组织了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搜集和编

辑中国近代经济史的重要资料。此后，该委员会编辑出版了大量高质量的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其

中有 4 种丛刊( 丛编) 影响较大。一是“中国近代经济史参考资料丛刊”，二是“帝国主义与中国海

关资料丛编”，三是“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史料丛刊”，四是“上海资本主义典型企业史料”丛书。①

这项工作( 以及同样有深远影响的古籍点校工作) 充分发挥了以考据为专长的史学家的作用，是史

学界团结合作的产物; 这些出版物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至今仍为学者必备。
对于民国遗留档案的整理也是这一时期的一项重要工作。1951 年 2 月 1 日，中国科学院近代

史所成立了南京史料整理处(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前身) ，专门负责整理南京国民政府遗留的各

机关档案。自 1951 年成立至 1963 年，南京史料整理处从南京、上海、北京、重庆、成都、昆明、广州

等城市接收和初步整理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和汪伪政权的档案约 220 余万卷，编制系统案卷 400
余册，专题卡片 25 万张。② 1956 年 6 月，在范文澜、田家英等指导下南京史料整理处设立史料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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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庄建平:《50 年来的中国近代史资料出版概述》，《近代史研究》1999 年第 5 期。
《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南京史料整理处工作情况简介》( 1963 年 3 月) ，近代史所档案:《南京史料整理处》，转引自赵

庆云《南京史料整理处与“现代史”研究》，未刊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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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开始编辑《中国现代政治史档案资料汇编》( 以下简称《汇编》) 。《汇编》于 1959 年 9 月完成，

共编为 4 辑 224 册，约 2000 余万字。限于各种因素，这套资料汇编当时只排印了 100 套，提供少数

机构内部查阅。这一汇编为后来出版的《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提供了直接的底本。
然而，这 17 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也存在着教条化、简单化倾向，而且伴随中国社会对“以阶

级斗争为纲”的日益强调，这一倾向得以强化，致使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内容日渐萎缩、视野日渐狭

窄、观点趋于僵化。这些弊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获得极端的呈现，以论带史走向极端，史学研究

沦为政治的婢女，严肃的学术研究自然无处容身。“文革”从历史问题开刀，由历史问题推动，史学

研究看似重要甚至显赫，但其科学性已经荡然无存。政治对学术的干预和取代，使史学的学术功能

严重萎缩。历史学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其结果是消解了自身存在的基础。有学者统计，十年“文

革”期间，中国大陆发表的有关中国近代史方面的文章总共未超过 200 篇，而其中堪称研究论文的

只有一二十篇。①

十年“文革”期间值得一提的是中华民国史研究的起步。在“文化大革命”高潮过去之后的

1972 年，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成立了由 40 余人组成的中华民国史研究组，成为国内第一家以

“民国史研究”命名的单位。李新等民国史研究先驱者们运用他们的政治智慧与学术勇气，确定了

民国史研究的指导思想、框架结构、研究对象、编纂方法，提出“力求材料可靠，能说清事实，并少作

评论”的基本方针。李新等人经过反复讨论，认为民国史的主要内容“是关于统治阶级方面的”，民

国史与革命史、中共党史的区别在于，“革命史直接写中国共产党如何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

争”，而民国史“从另一方面，写统治阶级怎样没落，怎样走向灭亡，也反映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

“只有把两方面都写出来，这段历史才更加丰富”。② 这一指导思想为后来的研究者所沿用。在极

“左”思潮依然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下，中华民国史研究明确以统治阶级作为研究对象，打破了以

往统治阶级只作为革命史的陪衬的局限，拓宽了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③

二、改革开放 40 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

“文革”结束后，随着 1978 年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进行，引发了全面而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

中国社会开始发生巨大变化。研究者思想的解放和思维方式的改变给中国近代史研究带来了新的

生机。在一个开放的世界中，人们的观察视野更为开阔。评判历史事件、评判历史人物的标准，不

再是书本上曾经怎么说，也不再是伟人曾经怎么说。历史学不再是阐释流行的政治话语的工具，其科

学性得到了确认。同时，人们摆脱了非此即彼的单线思维模式，历史不再是简单的两极对立，历史人

物也不再是神魔对立。改革开放后出现的这一变化，为人们认识丰富多彩的中国近代史提供了可能。
( 一) 拨乱反正 书写信史

随着中国社会对“阶级斗争为纲”的否定，历史研究中一切以阶级划线的做法遭到质疑与否

定。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中国历史学界出现的若干学术争论，包括历史发展动力问题、
农民战争评价问题、历史创造者问题等，均可以放在反对以阶级斗争观点统帅一切的拨乱反正脉络

下观察。1979 年，戴逸提出不能用阶级斗争代替一切，生产斗争、民族斗争、科技发展都是阶级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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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王也扬、赵庆云编著:《当代中国近代史理论研究》，第 123—124 页。
李新:《我们是怎样编写〈中华民国史〉的》，《史学月刊》1982 年第 4 期，第 2—7 页。
2011 年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之际，这项经几代人努力的工作最终完成，由中华书局出版《中华民国史》12 卷，《中华民国史

人物传》12 卷，《中华民国大事记》12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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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发展的伟大动力，推动历史前进的直接的主要动力是生产斗争。① 这一主张得到广泛支持，对生

产力的研究形成热潮。
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数量之多、范围之广、对改朝换代的作用之大，在世界历史上罕有其匹。“文

革”结束后的全面反思时期，对农民战争是否推动了历史前进、农民起义军所建政权性质、平均思想、
“让步政策”等展开热烈讨论。② 在重视物质生产、民族矛盾、科学技术等影响历史发展的因素后，“历

史创造者”的问题顺理成章地凸显出来。1979—1981 年间，有学者相继对“奴隶们创造历史”“人民群

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劳动群众也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这三个命题提出质疑，引起众多学者关注和

参与。③ 上述这些问题的讨论，有些并未取得明确的“定论”。然而，这些讨论的价值并不在于是否获

得统一结论，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解放思想、破除禁区，遵照实事求是的时代精神探讨学术问题。
中国社会从以阶级斗争为中心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移，促成了研究者观察历史视角的变

化，即不只是从阶级与革命的视角来观察，还从国家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观察。随着视野的开阔，

人们注意到中国近代历史还存在着另一个过程，即追求近代化的过程。追求国家独立与追求国家

富强是近代中国所面临的两大任务，也是近代若干落后国家所面对的难题。由于近代中国所处环

境的特殊性，追求国家富强的努力受到多重压制，革命才成了优先选择，但追求近代化的努力不可

忽视。在这样的认识之下，对于洋务运动的重新认识成为改革开放之初的热点问题。
以往的研究认为，洋务运动的目的是为了镇压农民起义、巩固清王朝统治，它的近代化，只能化

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因此，它是一场反动的运动。新的研究则认为，洋务运动既是为了维

护清朝统治，也是为了抵御列强的侵略，虽然这场运动带有封建性和买办性，但它广泛引进西方先

进科学技术，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所起的促进作用是主要的，限制作用是次要的，因

此，这是一场进步的改革运动，它与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戊戌维新运动、辛亥资产阶级革命前后相

连。李时岳在 1980 年第 1 期《历史研究》发表《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一文，提出了中国近

代史演变过程中农民战争、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四个阶段”论( 稍后被称为“四个阶梯”
论) 。这四个阶段构成了近代中国历史前进的基本脉络，阻止了中国向半殖民地和殖民地方向沉

沦。④ 这一观点获得了不少人支持，也引起了反对者的质疑。
在新的视角之下，以往被视为近代革命推动者自然也是社会发展推动者的阵营，也经历了研究

者的重新审视。被视为革命高潮的太平天国运动与义和团运动，分别代表着晚清时期中国民众对

封建统治者和帝国主义的最强烈的反抗。在研究者的显微镜下，这两大运动的进程、成败得失与历

史功过经历了仔细的检验。在肯定历史合理性的大前提下，运动的落后与弊端被展示出来，而不再

是以往高大上的理想叙述。人们注意到太平天国领袖的皇权思想，注意到太平天国实行的严格的

等级制度、领袖集团的享乐与下层官兵的清苦，注意到太平天国实际执行的经济政策、宗教政策等，

对太平天国的领袖提出了批评。研究者对太平天国建立的是农民政权还是封建政权进行了讨论。
尽管意见不一，但这一政权具有一定的封建性质则为大多数人所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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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戴逸:《关于历史研究中阶级斗争理论问题的几点看法》，《社会科学研究》1979 年第 5 期。
参见孟祥才《中国农民战争问题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文史哲》1991 年第 6 期; 王也扬、赵庆云编著《当代中国近代史理

论研究》，第 182—185 页。
参见黎声《历史创造者问题讨论概述》，《国内哲学动态》1985 年第 11 期。
有关国内洋务运动史研究，可参见章鸣九、徐泰来的《洋务运动研究的回顾》( 《历史研究》1982 年第 4 期) ，夏东元、刘学

照的《洋务运动史研究述评》( 《近代史研究》编辑部:《中国近代史专题研究述评》，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57—117 页) ，李时岳

的《洋务运动研究四十年》( 《历史教学》1991 年第 5 期) ，姜铎的《洋务运动研究的回顾》( 《历史研究》1997 年第 2 期) 和邱志红的

《60 余年来国内洋务运动史研究述评》( 《兰州学刊》2014 年第 12 期) 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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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义和团运动，学者们比较一致地肯定其为一场反帝爱国运动，但是，对于义和团所表现出

来的封建迷信和盲目排外等落后一面，有学者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认为义和团依赖神仙符咒同帝国

主义作斗争，这是一种“封建蒙昧主义”，批评义和团幻想用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

济去抵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近代科学技术，绝对不是革命、不是历史的进步。① 这样的研究是否

混淆了是非界限，模糊了人们的历史认知? 并非如此，它告诉人们，在新的生产力出现之前，在代表

新兴生产力的社会力量出现之前，旧式农民革命具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结论。
中国共产党登上政治舞台标志着中国革命进入到一个新阶段，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对

中共党史的研究中，由于以往长期从路线斗争的角度来诠释，对于党内一些重要人物和党史上一些

重要事件的评价出现了较大的偏差。改革开放后，中共党史领域开始了在这些问题上的拨乱反正。
如对于中共早期领导人陈独秀、瞿秋白等人的评价，便出现了不同于以往的声音。以往的结论指责

陈独秀违背共产国际指示，其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导致大革命的失败。研究者指出，陈在担任中共中

央总书记期间，多数情况下对共产国际言听计从，其是非功过都和共产国际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研究者考察了建党初期共产国际、联共( 布) 和中共三者之间的组织关系，指出共产国际是各国共产党

的领导者，同时又直接受联共( 布) 控制和影响。作为共产国际支部的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严格的

纪律和高度集中的组织制度下，很少有对重大问题独立作出决策的空间。大革命是在联共( 布) 中央

政治局和共产国际直接指导下进行的，大革命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几乎全部来自莫斯科。②

瞿秋白以往被指责为自首变节的叛徒。1979 年，陈铁健发表《重评〈多余的话〉》，指出《多余

的话》是瞿秋白以文人卷入政治漩涡，因不改本色产生的内心矛盾的自我解剖。它既没有损害党

的事业，更不是所谓叛徒的自白书。③ 该文发表后，出现了众多关于瞿秋白及其《多余的话》的讨

论，涉及文章达百篇之多。
研究者对中共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一些“左”倾错误和冤假错案进行了梳理。发生在苏区的肃反

扩大化，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戴向青等对赣西南苏区的肃“AB 团”斗争和“富田事变”进行了认

真的调查研究，指出: 土地革命时期的江西苏区根本不存在“AB 团”，苏区的所谓“AB 团”是肃反中

逼供信的产物; 肃“AB 团”不是扩大化的问题，而是根本错误，是百分之百的冤假错案。④ 有关西路

军的研究，过去被视为禁区，并将其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路线相联系。研究者澄清了若干曾经笼罩

在这个问题上的迷雾，指出西路军并非张国焘擅自命令组成，而是由中共中央决定的，西路军的行

动也是由中共中央遥控指挥的。这一研究还西路军将士以历史公道。⑤

近代史学界的这些研究，不仅为撰写真实可信的中共党史打下了基础，成为今天党史研究的基

本常识，还对当时社会的拨乱反正产生了良好的推动作用。中共党史上的一些错案疑案得到了平

反或澄清，一些重要的历史人物也获得了应有的社会评价。
( 二) 开阔视野 完善近代史学科体系

在以往以革命史为主线的近代史研究中，近代史上延续不断的战争与革命被视为历史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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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国内义和团史研究可参见崔志海《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国内义和团史研究》( 《史学月刊》2014 年第 9 期) 和苏位智、刘天路

主编《义和团研究一百年》( 齐鲁书社 2000 年版) 等论著。
向青:《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和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政策》，王树棣等编:《陈独秀评论选编》( 下) ，河南人民出

版社 1982 年版; 杨奎松:《陈独秀与共产国际》，《近代史研究》1999 年第 2 期; 唐宝林:《重评共产国际指导大革命的路线》，《历史

研究》2000 年第 2 期; 姚金果:《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联共( 布) 与中共三者之间的组织关系》，《党的文献》2003 年第 5 期。
陈铁健:《重评〈多余的话〉》，《历史研究》1979 年第 3 期。
戴向青、罗惠兰:《AB 团与富田事变》，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严实:《关于西路军的几个史实问题的研究》，《党史研究》1982 年第 1 期; 陈铁键:《论西路军———读徐向前〈历史的回顾〉

札记》，《历史研究》1987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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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线。这就出现了三个倾向: 在革命阶级与统治阶级方面，偏重于研究革命者，对统治阶级的研究

比较薄弱; 在革命与改良的选择上，注重研究革命，轻视改良; 在农民革命与近代化努力中，忽视对

近代化的研究。这样，近代史的叙述便出现了畸轻畸重的现象。所谓近代史实则是一部不完整的

近代革命史。拨乱反正以来，思想的解放，打破了研究的禁忌，开阔了研究的视野，使得以往研究者

不敢或不便涉足的领域，成为新的研究领域，填补了不应出现的空白。这为人们全面地认识历史提

供了可能，也为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完整化提供了可能。
在以往的研究中，统治阶级只是作为革命的陪衬方而出现。改革开放后，人们意识到，这样的

历史研究是不完全的。作为国家的统治者，他们对于国家与社会治理的作用不应忽视。对于统治

阶级的施政，既注意到其落后、腐朽、甚至反动的一面，也注意到统治集团中的一些派别、一些人，曾

经在某个时期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做了一些有利于社会发展的事。于是，晚清统治者、
民国统治者也都成为近代史研究的重要对象。

对于晚清政府，除了在改革开放之初讨论较多的洋务运动外，人们逐渐对清末新政给予了较多

关注。清末新政是继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之后，清政府发动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改革运动。以

往的研究认为新政是“假维新，伪变法”，是 19 世纪 60 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的“翻版”，是清政府

“进一步买办化的标志”，等等。但随着研究的深入，愈来愈多的学者倾向认为新政是一场具有资

本主义性质的改革，或认为这是一场比较全面的近代化运动，是中国现代化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

时期。历时十年的“清末新政”，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军事、教育、政治等领域的改革规模与力度均

是空前的，较之所谓“同光新政”和戊戌变法，都有明显进展。
对于北洋政府统治时期，以往人们的印象是一个军阀混战的动乱时期。研究者首先在外交领

域注意到，北洋政府在外交上是有一番作为的。它曾经发起一个颇有声势的修订不平等条约运动，

争取关税自主，争取废除治外法权，并取得一定成就。继而研究者也注意到，北洋政府的内政也并

非一无是处。例如，长期以来学界将段祺瑞执政府为解决北京政变后混乱的政局而召开的善后会

议，视为军阀官僚们的一个“骗局”。有学者对善后会议进行了深入研究，指出善后会议是直奉战

争之后，在各实力派形成暂时力量“均势”的背景下，由段祺瑞临时执政府做出的通过会议协商方

式谋求国家统一的艰难政治尝试。①

与此相关联，人们对于近代史上革命与改良的认识也进一步深化。改良不再仅仅被视为革命

的对立面，在相当程度上，它是革命的序曲与革命的同盟军。改良的进展为革命准备了条件，改良

的失败为革命积蓄了动力，而在革命蜂起之时，改良者通常又会成为革命的同盟军。推翻封建专制

的晚清革命如此，推翻国民党统治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也是如此。在这一视野之下，早期维新派、改
良派都获得了重新观察的机会，其历史贡献得到了应有的肯定。

在传统学科经历着学科完善与知识更新的同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建设的发展，中国

近代史研究不断向新的领域拓展，出现了一些新的学科，且发展势头迅猛，逐渐成为近代史研究的

热点领域。
在前 30 年的研究中，社会史不被作为专史学科，一些与社会史相关的内容附属在革命史、经济

史的叙述中。改革开放后，反省我国现代化迟缓原因成为引领史学转向的契机，一直没有独立学科

地位的社会史开始孕育萌生。1986 年，首届中国社会史学术研讨会召开，标志着社会史开始复兴。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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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杨天宏:《国民党与善后会议关系考析》，《近代史研究》2000 年第 3 期;《北洋政府和平统一中国的尝试———善后会议再

研究》，《近代史研究》2009 年第 5 期;《直奉战争之后的北京政治———段祺瑞临时执政府对北洋体系的整合》，《史学月刊》2008 年

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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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队伍开始聚拢与扩大，相关研究逐渐展开，中国近代社会史学科开始走上独立

发展的道路。随着研究成果的持续增多，中国近代社会史这个新生学科日益成长壮大，逐渐受到学界

关注，学科地位随之获得公认。1991 年的《近代史研究》附刊论文目录，首次将“社会史”作为一个独

立专史门类( 刊于 1992 年第 5 期) ，标志着在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内“社会史”学科得到确立与认可。
2005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社会文化史研究室联合全国多所高校举办“首届中国

近代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海内外百余位学者参加，显示该学科已经形成了一支初具规模

的研究队伍。此后中国近代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每两年举办一届，形成系列学科年会，至 2019
年已连续举办八届，成为促进学科持续发展及凝聚研究队伍的一个重要平台。

中国近代社会史虽然起步晚，但发展迅猛，经过几十年持续发展，迄今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据

统计，1987—2013 年，近代社会史的著作数量已超过 1000 部。
台湾史是一门兼具学术与政治意义的新兴特色学科。对台湾史研究的追本溯源，最早可追溯

到 20 世纪初年连横的《台湾通史》。① 刘大年、丁名楠、余绳武著《台湾历史概述》( 生活·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 1956 年第 1 版)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陆出版的第一部通史性台湾历史著作。
但改革开放前台湾史研究著述较少，且受冷战背景下两岸分隔对峙的政治形势及不同的意识形态

影响，重点在于揭露帝国主义侵台罪行，表彰人民革命与反抗外敌侵略的事迹，政治意义强于理性

学术研究。1979 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告台湾同胞书》，标志着大陆对台政策的转变，它也

成为大陆学界台湾史研究的分水岭。以 1980 年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成立为契机，大陆学界的台湾

史研究全面展开，各个领域均获得不同程度的进展。2002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与近

代史研究所台湾史研究室成立，进一步推动了大陆学界的台湾史研究。
台湾史学科的一个重要特色，是对史料整理出版的高度重视。伴随着学科的建立，即有一大批

台湾史研究资料获得整理出版。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三套大型综合性资料: 其一是陈支平主编

《台湾文献汇刊》( 100 册，厦门大学出版社、九州出版社 2005 年版) 、《台海文献汇刊》( 60 册，厦门

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 及方宝川、谢必震主编《台湾文献汇刊续编》( 100 册，九州出版社 2017 年

版) ; 其二是全套影印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台湾文献丛刊》( 309 种) ，题名《台湾文献史料丛刊》
( 190 册，人民日报出版社 2009 年版) ; 其三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海峡两

岸出版交流中心合编《明清宫藏台湾档案汇编》( 230 册，九州出版社 2009 年版) 、《馆藏民国台湾

档案汇编》( 300 册，九州出版社 2007 年版) 。前两种主要是关于台湾史的已刊或未刊文献资料，后

者则主要是中国第一、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清代与民国时期台湾原始档案资料。
随着大陆学界台湾史研究的深化拓展，出现了几部重要的台湾通史著作: 陈碧笙著《台湾地方

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 年版) ，陈孔立主编《台湾历史纲要》( 九洲图书出版社 1996 年版) ，

张海鹏、陶文钊主编《台湾史稿》( 凤凰出版社 2012 年版) ，建立了一个完整地叙述台湾历史的学科

框架或学术体系。台湾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段都有重要的专著面世，其中日据时期和战后台湾史是

研究的热点，对早期台湾、荷据时期、明郑政权时期的研究都有具有相当学术分量的专著面世。
口述史和影像史的兴起，则标志着研究路径的进一步扩大。口述史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起

步，逐渐获得学界认可，越来越多的学者投入这一工作，并成立了全国性的学术组织———中国口述

史研究会。在众多的口述史研究成果中，抗战史领域的成果更为集中和突出。如，朱成山主编的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言》，张连红、张生等编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幸存者调查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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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连横《台湾通史》版本甚多，最早版本为台湾通史社 1920、1921 年版。据商务印书馆 2010 年版书末所附邓孔昭撰《连横

与〈台湾通史〉》一文，此前尚有 17 种版本。其实，此后仍有出版社不断翻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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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天义主编的《二战掳日中国劳工口述史》，齐红深主编的《流亡———抗战期间东北流亡学生口述

历史》，袁成毅、丁贤勇主编的《烽火岁月中的记忆: 浙江抗日战争口述访谈》，张连红主编的《烽火

记忆———百名抗战老战士口述史》，等等。
绘画、照片、纪实电影、电视等影像史料以其直观、生动、真实等特点，成为在文字史料之外历史

研究不可忽视的史料类别。进入 21 世纪以来，随着大量西方近代摄影家、画家作品的重新发掘，借

助数字化技术手段，出现了搜集整理和出版历史影像的热潮。山东画报出版社 1996 年开始编辑出

版《老照片》，至今连续出版了近百辑，大到重大的历史事件，小到普通百姓的生活，都有所反映。
故宫博物院编辑的《清史图典》共 9 卷 12 册，是一部清朝通史性图录。欧阳允斌主编的《近世中国

影像资料: 1793 年以来西方的中国影像》，选编了从 1793 年英国特使马戛尔尼使华以来到 1949 年

以前，西方来华的画家、摄影师、传教士、探险家、专业记者等有关中国的历史绘画和照片 2000 余

张，含有丰富的历史信息。
总而言之，改革开放以来的 40 年中，中国近代史的研究领域更为开阔，由比较偏重政治史的局

面，发展成多领域百花齐放的局面，形成了门类齐全的完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体系。
在中国近代史各领域的研究日益深入的基础上，人们对“近代”的时限有了新的认识，并逐渐

形成共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近代史指的是从 1840—1919 年的历史，1919 年以后的历史被

称为“中国现代史”。这样的划分是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源起为标志，不能说没有道理。然而，这

种划分无法让人们看到近代以来中国革命和中国历史的完整性，近代史成了晚清史加民国初期史。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率先打破了 1919 年的藩篱，把 1840—1949 年的历史作为自己的研

究对象。如今，将 1840—1949 年的中国历史称为中国近代史已成为学界共识。
近代史时限的变迁，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近代史研究的深入，反映了人们对“近代”认识的深

化。如果说 70 年的晚清史是中国地位向下沉沦的过程的话，1840—1949 年 110 年的近代史则完

整地体现了中国“沉沦”与“上升”的过程，这是一段不应分割的整体历史。
( 三) 精耕细作 专题研究更加深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大发展，不仅体现在人们以新的视角来看待历史进程，也不仅

体现在学科体系逐渐完整与合理，更多地则体现在各类专题研究深入发展上。中国近代史研究已

经逐步进入到精耕细作阶段，通过对历史细节的深度发掘，还原丰富而真实的历史。事实上，也唯

有进行精细化的研究，展现更为真实的历史细节，才能把握历史大局，才能发现真正的历史。可以

说，今天很难找到 40 年来一个原封不动停滞不前的专题论述。若干基本史实的重现，大大推动了

近代史学科的发展，使人们对于中国近代史的认识更加接近历史的真实。
在政治史研究领域，若干历史叙述经历了一个史实梳理或重新认识的过程。作为近代起点的

鸦片战争，研究者自然给予了较多关注。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对清政府的

禁烟政策与剿抚政策的变化、战争中中英双方的兵力情况、战略战术及清军战败的原因、战争期间

的交涉及不平等条约的形成等都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了若干不同于前人的见解。该书出版后虽

引起过争议，但该书以扎实史料为基础的研究，丰富了人们对鸦片战争的认识。此后，《转折———
以早期中英关系和〈南京条约〉为考察中心》《条约口岸体制的酝酿———19 世纪 30 年代中英关系

研究》等专著，对鸦片战争前后的中英关系和条约的酝酿与形成进一步展开了深入探讨。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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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5 年版; 郭卫东:《转折———以早期中英关系

和〈南京条约〉为考察中心》，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 吴义雄:《条约口岸体制的酝酿———19 世纪 30 年代中英关系研究》，中华

书局 2009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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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改良派的研究，则跨过对其历史作用的宏观讨论阶段，进入到更为细节的研究，使人们对

改良派的作用有了更为具体、更为丰满，也更为准确的认识。有学者对作为戊戌思潮兴起的标志性

事件———“公车上书”是否发生过提出了质疑，引发了学术界热烈的讨论。不少学者对康有为在变

法中和变法后的活动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康有为在清政府中的地位不足以也不可能扮演戊戌变

法的核心人物这样一个角色，有关康有为与戊戌变法的紧密关系很大程度上是戊戌变法失败后康、
梁的有意渲染。还有人认为康、梁的激进主张和举动是戊戌变法失败的重要原因。① 这些讨论，丰

富了对改良派人物及改良派作用的认识。
中共建党时期的若干问题也得到了认真、细致的梳理，包括新文化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

传播，早期中共发起组的组成情况，俄共代表维经斯基来华及活动情形，陈独秀、李大钊等早期中共

领导人的建党理论和实践等。尤其是在海内外学者的共同努力下，中共一大的召开时间、出席人数

等基本史实得到更正和确认，使中共建党历史向着恢复历史原貌的方向大大推进。
对于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的评价也更为客观。金冲及研究了湖南农民运动兴落的历史，指出

北伐时期湖南农民运动在中共领导下蓬勃发展，对全国产生过巨大影响，但在 1927 年 5 月马日事

变和 7 月武汉分共后，却迅速低沉下去，农民运动这种骤起旋落的状况，表明在当时中国社会条件

下，军队和政权处于支配地位，离开这两者，只靠民众运动在关键时刻是不能左右局势的。② 湖南

农民运动全面展开后，在斗争高潮中出现过火倾向。有学者指出，湖南农民运动“左”的错误，给革

命全局造成了不良影响，激起了两湖地区的反革命叛乱，从而加速了国共合作的破裂。③

以往的研究将土地革命与地权集中必然地联系在一起，有学者经过缜密的多方面的资料考察

提出质疑，认为土地集中程度与苏维埃革命没有必然联系，但对土地的渴望是农民理解、接受、走向

革命最直接的利益驱动; 满足农民经济利益，是中国共产党发动农民投身革命的成功策略; 革命为

农民提供的平等、权利、尊严、身份感，也是农民参加革命不可忽视的政治、心理因素。④

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对革命史的研究更为细化，注重革命中的群众动员、革命的生存和发展

机制等。有学者以中国近代社会流变为背景，系统考察了苏区社会政治权力、阶级阶层、两性关系、
社会生活等结构性变动，以及苏区民众的观念与行为走向，苏区社会政策与行为的得失等。

抗战时期中共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建立民主政治得到了更多的关注。研究者们从选举制度、政
权组成、政府性质等方面考察了抗战时期中共的民主政治建设，指出中共在战时设计出一系列便于

基层民众操作、运用的民主管道和方法，并通过强有力的党团运作，成功进行民主实践，使得长期被

专制政治压抑的民众的民主意识迅速增强。普遍的基层民主选举，成功地激发和提高了普通民众

的民主精神和运用民主的能力，将中共领导下的民主建设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⑤

刺杀宋教仁案被视为民国第一案，长期以来，“宋案”一直是近代史学界关注的焦点之一。在

1990 年代以前，学界几乎一致认为，宋案是袁世凯背后操纵所为。近年来，已有学者对宋案进行细

致考辨，提出了不同的新见，认为袁世凯与刺杀宋教仁案并无直接关系，但袁世凯政府利用帮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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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有关国内戊戌变法史研究可参见孔祥吉《建国以来戊戌变法史研究述评》( 《近代史研究》1985 年第 4 期) 、马忠文《戊戌

变法史研究》( 崔志海等《当代中国晚清政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260—295 页) 等文。
金冲及:《从迅猛兴起到跌入低谷———大革命时期湖南农民运动的前前后后》，《近代史研究》2004 年第 6 期。
梁尚贤:《湖南农民运动中“左”的错误及其影响》，《近代史研究》2006 年第 4 期。
黄道炫:《张力与限界: 中央苏区的革命( 1933—1934)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
张生、袁新国:《实体民主与程序民主的历史观照———中共抗日根据地民主实践透视》，《江苏社会科学》2001 年第 3 期;

陈先初:《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民主建政的历史考察》，《抗日战争研究》2002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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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机客观上催化助长了“宋案”的发生。① 尚小明《宋案重审》一书通过细腻的史料爬梳与缜密的

逻辑推理，揭开了“宋案”的一系列谜团，还原了民初错综复杂的政治生态。②

国民党内部的派系问题是国民党政权史研究的重要内容，更是透视其内部结构复杂性的重要

表征。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出版的《国民党新军阀混战史》《国民党派系斗争史》等著作，都

从革命史视角来审视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史，认为国民党内部的争斗，是当时中国统治阶级内部不

同派别以及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矛盾的反映，却从客观上有利于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③ 1990 年代

中后期以来，随着海外所藏民国政要日记、往来函电等珍稀史料的发现与利用，尤其是台湾中国国

民党党史馆、“国史馆”所藏国民党高层政治史资料大量解密，从国民党内部视角来解读高层派系

政治成为可能。从内部视角来研究国民党的派系政治，更能贴近历史事实层面，揭示国民党政治运

作的内在机理。④

在民国政治史的研究中，学者们开始引进文化史、社会史的观察视角，为政治史研究开辟了一

条新的路径。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 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考察了革命与反革命相关话

语的形成及影响，展现了不同政党、不同派系对革命与反革命话语的诠释与话语权的争夺，大大丰

富了人们对民国政治的认识。⑤

外交史研究也展现出蓬勃发展的趋势。外交史研究对档案史料的依赖程度相对较高，因而对

史料的整理出版更为关注。除前述中国史学会整理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外，改革开放以

来，研究者们继续在史料整理上下大功夫。郭卫东《中外旧约章补编》对于王铁崖的《中外旧约章

汇编》进行了富有价值的增补，李育民团队对外交史必读史料《清季外交史料》进行了整理标点。
总字数达 1000 万字的《中华民国时期外交文献汇编》( 10 卷 24 册) ，努力发掘整理民国外交史上的

中外文档案文献，以方便读者使用的专题方式编辑出版。
民国时期的外交史研究出现了较大突破。对北京政府和国民政府维护国家主权的努力，学者

们给予了适当的评价。北京政府参与一战和国民政府在二战中的外交，是外交史研究中的两个热

点。对于过去一直给予负面评价的参与一战举动，研究者认为，这是有利于中国国家利益的决策，

是中国主动参与国际事务的一个重要起点。⑥ 对于抗战时期的中国外交，从前期的苦撑待变到后

期的争取大国地位，研究者也给予了较多的肯定。有关抗战时期中国争取大国地位的研究，经历了

一个被学界、被社会逐步认可的过程。在 2015 年纪念抗战胜利 70 周年之际，中国国家领导人在正

式讲话中确认了抗战时期中国获得大国地位的论断。
不平等条约研究一直是外交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新世纪以来，关于不平等条约特权制度

的研究又有了新的进展。近代中国究竟签订了多少不平等条约，以往流行总计 1182 个的说法。有

学者对不平等条约的标准进行了认真讨论，并逐个审视近代约章，得出近代中国总计签署 343 个不

平等条约的结论。这一数字虽难称精确，但应是离准确最近的研究。⑦ 李育民主编的《中外条约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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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廖大伟:《论民初帮会与社会的紧张———以共进会与刺宋案为中心》，《史林》2005 年第 1 期。
尚小明:《宋案重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 年版。
张同新:《国民党新军阀混战史》，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 郭绪印主编:《国民党派系斗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
陈红民:《函电里的人际关系与政治: 读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胡汉民往来函电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3 年

版; 金以林:《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 蒋介石“最高领袖”地位是如何确立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 贾维:《三民主义青年

团史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年版; 罗敏:《走向统一: 西南与中央关系研究( 1931—1936)》，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 年版。
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 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年版。
王建朗:《北京政府参战问题再考察》，《近代史研究》2005 年第 4 期; 徐国琦: 《中国与大战: 寻求新的国家认同和国际

化》，上海三联书店 2008 年版; 侯中军《中国外交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 年版。
侯中军:《近代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关于评判标准的讨论》，上海书店 2012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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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研究丛书》对近代中外条约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有学者跳出现有的废约史框架，对

近代中外条约关系进行了重新审视，有学者对租借地特权和领水主权进行了专门探讨，有学者专门

研究了中国参与国际化的努力，还有研究者跳出了平等与否的范围，探讨不平等条约与近代中国社

会的发展这一更为宏大的问题。①

在对不平等条约的研究继续深化的同时，学界开始关注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努力。《中国

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历程》系统探讨了这一历史进程，首次为中国的废约历程搭建起了一个具体而严密

的框架。《中国废约史》将废约的起点追溯到晚清时期，并将中国共产党对废约的贡献纳入研究视野。
《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则集中探讨了北洋时期的修约外交，并指出它对此后修

约或废约外交具有重要影响。②

思想史的研究也经历一个深化过程。此前的研究多以思想家个案为主，从 90 年代初开始，思

潮研究异军突起、蔚成风尚，一些重要思潮，如民族主义、社会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文化保守

主义、国家主义、无政府主义、三民主义、西化思潮、现代新儒学等的专题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出版

了一大批著作。随着研究的发展和深入，思潮史研究也由宏观研究向更为具体的专题研究拓展，这

也为更好地把握近代中国思想史演化的轨迹提供了更广阔的视角和空间。思潮是某一时期具有群

体特性的思想倾向，反映了该时期普遍的民众心理和思想文化的发展方向，以思潮史构建近代思想

史的研究框架无疑具有突破性的学术意义。
在思潮史研究蔚成风尚的同时，学术思想史研究也逐渐成了学术热点，近代学术史流变中的传

统学术思想的近代走向和现代学术之建立等问题已引起越来越多的学者的关注。这股学术史研究

热在兴起之初，便显示出了强劲的势头，至今仍然有其强大的生机与活力。张岂之主编的《中国近

代史学学术史》、李学勤主编的《中国学术史》( 多卷本) 等一批重要的学术史著作先后面世。罗志

田、桑兵等突破了旧有的学术史研究路径，以更为宽阔的视野来观察近代学术的发展，擅长从社会

的变迁、思想的变迁、西学的冲击中，探讨近代学术的发展，同时注重学人在学术史中的主体地位，

展现出鲜活的丰富的近代学术史，有力地推动了近代学术史研究。③

受西方观念史、新文化史、社会史等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影响，90 年代以来尤其是新世纪以来，

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一个新的趋向，就是研究视线的下移，将社会生活与思想史相关的领域纳入

视野，从广阔的社会生活背景中去考察近代思想的发展历程，越来越多的学者把他们的兴趣和精力

转到了观念史研究、思想文化与社会转型研究、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研究、新文化史与思想史结合研

究以及报刊史研究等领域，并取得了丰硕成果。④ 在观念史研究方面，先后发表和出版了一大批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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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李育民:《近代中外条约关系刍论》，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 刘利民:《不平等条约与中国近代领水主权问题研究》，湖

南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 刘利民:《列强在华租借地特权制度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版; 尹新华:《晚清中国与国际公约》，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版; 李传斌:《条约特权制度下的医疗事业: 基督教在华医疗事业研究( 1835—1937 )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 李斌:《废约运动与民国政治( 1919—1931)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版。
王建朗:《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历程》，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 李育民: 《中国废约史》，中华书局 2005 年版; 唐启

华:《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年版。
罗志田:《权势转移: 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国家与学术: 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

思想论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3 年版;《裂变中的传承: 20 世纪前期的中国文化与学术》，中华书局 2003 年版;《变动

时代的文化履迹》，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桑兵:《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晚清

民国的国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年版;《晚清民国的学人与学术》，中华书局 2008 年版;《学术江湖: 晚清民国的学人与学

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
如陈建华的《“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年版) ，冯天瑜的《“封建”论考》( 武汉大

学出版社 2006 版) ，金观涛、刘青峰的《观念史研究: 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 法律出版社 2009 年版) 和黄兴涛的《“她”字

的文化史———女性新代词的发明考证与认同研究》(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9 年版) 便是这些成果的代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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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民族”“国家”“民主”“自由”“科学”“国民”“公民”“个人”“社会”“革命”等中国近代新名词、
新词汇的成果。在思想文化与社会转型研究方面，学术界改变了过去的那种非新即旧的“二元对

立”的思维模式，开始关注“新中有旧、旧中有新”的社会与思想的复杂关系，并通过对新旧变迁的

社会格局当中“权势转移”的讨论，将思想史与社会史有机联系在一起。2008 年出版的《近代中国

文化转型研究丛书》( 耿云志主编) ，是这一时期研究思想文化与社会转型的标志性成果。
近代经济史的研究则朝着更为缜密的方向发展。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史学界先后引入了新制

度经济史、比较经济史、区域经济史、计量经济史等研究路径。新制度经济史是将新制度经济学应用

于经济史研究，探讨制度变迁对经济的影响，它为近代中国经济史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比较经济史

注重考察世界上各个不同国家和地区经济过程的差异和共同点，分析这些差异和共同点的原因与后

果，以加深对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历史过程的认识。① 区域经济史原本属于中国传统学术范围，

1980 年以来受施坚雅模式影响，国内区域经济史研究有向国际学术潮流靠拢的趋势。近年来，区

域研究方兴未艾，产生了一系列有影响的著述。同时，区域研究的方法还与历史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

相结合，产生了对特定地理区域和历史时段的商业地理内容进行系统探索的历史商业地理学著作。
特别要提及的是计量经济史。计量经济史是 20 世纪中后期在美国首先兴起的学科，改革开放

后，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后，计量经济史的研究方法在国内经济史学界开始不断升温。中华人民共

和国建国后的前 30 年中，近代经济史的研究比较重视生产关系，与之相应的是定性研究较多。到

20 世纪 80 年代，相当一部分学者开始注重生产力的研究，与之相应的是进行定量研究。资本主义

发展水平研究是在定量研究的一个重大突破。学界如今对近代以来各个时期的资本主义发展水

平、外国资本与中国资本、官僚资本与民族资本、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及工农业生产值都有了比较

准确的研究。许涤新、吴承明著《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三卷本巨著是其中的代表性标杆。该著作

分别估算了 1920 年和 1936 年的全国总产值，为此后的 GDP 研究树立了理论和方法的样板，奠定

了研究的基础。此后，学者们对若干年份的 GDP 进行了系统的估算或验证，为评估这个时期的社

会经济发展水平，提供了一个实在的可供比较的基础。但是，由于不同学者使用的方法不同，所得

出的数据也多有不同，有的差别较大。然而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已经成为经济史研究的规

范认识，可以预期，中国近代经济史的 GDP 研究，必定会有一个蓬勃发展的未来。
中国近代社会史的学科发展，不仅表现为研究成果数量持续增长，同时在学术发展内在逻辑和

外在社会改革刺激的引领下，研究领域不断开拓，研究日益深化，研究重心也发生着转移。从最初

的“秘密社会”“吸禁鸦片”“城市社会”等议题，发展到“商人及行会商会”“区域与乡村社会”“灾

荒、慈善、医疗、生态”“区域与乡村社会”等。改革开放 40 年来，社会史研究在社会结构与社会群

体研究、城市研究与近代城市化进程、乡村与区域社会研究、社会问题与社会治理、民众生活与近代

社会转型、女性社会角色与地位的转变、宗教信仰的中西交汇与消长盛衰等领域或专题上取得了丰

硕成果。纵观中国近代社会史 30 余年间研究重心的转移，呈现以下三个总体趋向: 由政治衍生论

题向社会民生论题转移; 由上层( 精英阶层) 向下层( 民间社会) 转移; 由社会特殊问题向社会基本

问题和普遍问题转移。
商会史或许可以视为社会史和经济史融合发展的领域。数十年来，商会史研究取得了丰硕的

成果，出版了一批有分量的研究著作，研究的地域不仅涵盖了上海、苏州、天津等城市的商会，还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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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侯建新的《农民、市场与社会变迁———冀中 11 村透视并与英国乡村比较》(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年版) 和徐浩的《农

民经济的历史变迁———中英乡村社会区域发展比较》(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年版) 是近代中英农村社会经济比较研究的优秀

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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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了内地中小城市商会及海外商会。① 学者们对商会的起源和性质，商会对于资产阶级形成、早期

现代化开展的作用，商会与近代国家政权等方面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章开沅指出，清末商会的诞

生“不是简单地套用西方模式，也不是出于清朝皇帝偶发善心的恩赐，而是资本主义初步发展和资

产阶级力量增长的结果，它的出现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② 关于商会是官方机构，还是半

官方机构，或是工商业者自己组织的民间团体，学者之间存在一定分歧。有一种观点认为，清末商

会是带有一点“官督”色彩的商办民间团体，是一种商办的法人社团。在商会成立之后，资产阶级

才真正有了为本阶级利益说话、办事的统一机构。虞和平《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对商会组织结

构、功能，商会与资产阶级成长以及商会在中国早期现代化中的作用作了研究。马敏认为，以商会

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官方之外的“在野市政权力网络”，这是一种潜在的、正在形成中的、职能并不

完善的“地方性民间自治社会”。③ 张俊义有关广州商团与商团事变的研究，从一个特例中探讨了

商人团体在寻求发挥政治作用的过程中与孙中山政府的冲突，并提出了不同于以往的新见解，明确

指出该事变并非由英国所策动。④

三、感想与期待

历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 70 年的发展，中国近代史研究已经成为学术体制完备、研究队

伍强大、学术成果层出不穷的历史学重要分支，呈现出繁荣发展的景象。如今，中国的近代史研究

已经大大缩小了曾经存在的与海外学界的距离，并在若干领域及若干专题形成超越，成为世界范围

内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中心。回顾 70 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发展历程，笔者有如下深切体会。
( 一) 近代史研究获益于社会的进步，又推动着社会的发展

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发展进程大致与社会的发展同步，当社会发展遭遇曲折时，学术研究也出现

曲折; 当社会发展呈现繁荣景象时，学术发展便呈现勃勃生机。社会环境与学术发展的紧密关系，

不只是指社会环境的宽松为学术的自由和健康的发展提供了必备的条件，更重要的是指社会发展

的需求为学术研究提出了新的命题，推动着人们去思考去研究。这是近代史研究得以发展的一个

巨大动力。我们看到，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热点议题总是与时代存在着呼应关系。在社会注重阶级

与革命的年代，革命史研究占据着主导地位。改革开放后，当社会进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进入以

经济发展为中心的时代时，人们对于革命与改良的关系、对于近代以来的现代化进程便有了前所未

有的关注。这种关注的转移并不是源于学者的偶发兴趣转移，而是时代的需求。社会需求是学术

发展的原动力。
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发展一方面不可避免地受时代影响，另一方面又丰富着时代认识。中国近

代史研究若干成果的影响溢出学界，进一步开阔了人们的视野，改变了社会的若干成见，影响着社

会认识的变化，促使人们更加准确地认识历史、认识世界。它对改革开放的国策形成强有力的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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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1993 年版; 朱英:《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以近代中国商会为主体的历史透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 朱英:《近

代中国商会、行会与商团新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马敏、朱英:《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 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

巴蜀书社 1993 年版; 马敏、朱英:《辛亥革命时期苏州商会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宋美云:《近代天津商会》，天津

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2 年版; 冯筱才:《在商言商———政治变局中的江浙商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4 年版。
章开沅:《就辛亥革命性质问题答台北学者》，《近代史研究》1983 年第 1 期，第 173 页。
马敏、付海晏:《近 20 年来中国商会史研究( 1990—2009) 》，《近代史研究》2010 年第 2 期。
张俊义:《广州商团与商团事变———从商人团体角度的探讨》，《历史研究》2002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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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这种影响有的显现很快，有的则比较缓慢，需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才逐渐为社会接受，成为

社会共识。这样的情况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并不少见。正确地认识与阐释中国近

代史上的若干问题，对于理解中国道路选择，对于坚持改革开放，产生了积极的助推作用。
( 二) 近代史研究获益于平等的学术对话

不同意见的交流与讨论，是学术发展的重要途径，但这种讨论与交流必须是平等的、学术的，而

不是居高临下和以势压人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看到了许多这样的讨论。其中，有关“革命史范

式”和“现代化范式”的论争颇具典型意义。当“现代化范式”提出之后，它与“革命化范式”不可避

免地出现了交锋，主要围绕着中国近代史是“一场革命史”还是“一场现代化史”，应当以“革命包容

现代化”还是以“现代化包括革命”而展开，双方都曾主张以自己的范式来包括对方。随着讨论的

展开，在不同范式下进行研究的学者都进行了自我反省，并对原有解释进行了调整和完善。双方均

放弃了“唯一”以及“以己容彼”的主张，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历史是丰富多彩的，对于历史的观察

也应该是多视角多方位的，不必以一个范式否定另一个范式，不同范式的相互补充与共存，则更能

展现历史的多重面相。
“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的讨论，对建构更为兼容并包的近代史学科体系作出了贡献。这

一讨论对近代史研究的多个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它开阔了人们的视野，突破了政治史、革命史的

单线叙述，丰富了人们对历史进程的认识，对近代史研究的推动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可见，史学的繁

荣，并不在于观念或结论的一统，而恰恰在于学术论争所呈现出来的科学精神和求实态度的倡行。
( 三) 近代史研究获益于对外学术交流的拓展

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借鉴是社会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文化发展的重要途径。社会的开放，

打开了人们的眼界，使人们看到了一个真实的而不是书本中的世界，造就了健康的理性的平等的世

界观。人们不再一概以警戒之心看待海外学术，而是以开放的胸怀取其精华。2015 年，中国史学

会成功主办了第 22 次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这是百年来这一国际史学盛会第一次在中国举行，也是

第一次在亚洲国家举行。这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中外史学交流活动。频繁的国际学术交流，

缩小了中外史学之间的距离，促进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繁荣。
改革开放后，人们积极引进新理论、新方法，以作他山之石。随着中外学术交流的深入，这种引

进摆脱了最初的好奇和简单套用，日益形成理性的态度，既不一概排斥，也不囫囵吞枣地全盘接受。
有些理论明显没有适用性，稍加试验便被放弃。有些则经历了争鸣与完善的过程，产生了深广的影

响。如前述现代化理论的引进，便推动了近代史研究的深入。有关“中国中心观”的讨论也是如此。
自 1984 年美国学者保罗·柯文出版《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尤其是 1989
年出版该书中文版以后，“‘在中国发现历史’一语几成口头禅”。① “中国中心观”一语风行的同时

也受到各种批评。刘大年在肯定其价值的同时指出，如果认为“西方主线决定论”和“中国主线决

定论”“非此即彼，二者必居其一，必定使自己陷进泥坑里，无法自拔”。② 也有多位学者认为“中国

中心观”通过一种看似超然的历史连续性把人们习惯上理解的中国近代化过程消解于无形。③

展望未来，可以预期，近代史研究在以下三个方面的进展将会进一步推动近代史研究的深化与

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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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既注重实证研究，又注重理论探讨。近代史研究在繁荣发展的同时，出现了“碎片化”的

现象，一些研究过于注重细节，而缺少宏观关怀。对于“碎片化”问题，我们不妨抱持开放的心态。
这是因为，任何细节的研究都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无数的碎片是构成整体的基础。在某一学者那

里呈现出无意义状态的碎片，也可以成为其他学者有意义的观察基础，成为有意义的原材料。然

而，当碎片成为普遍现象时，它也必然会影响史学的发展质量，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史学在本质

上具有贯通性要求，要求从整体、贯通看历史，没有“史观”指引，缺少整体关怀，便难以得出框架性

的认知，无法把握历史演进的脉络。可以预期，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总体指导下，研究者将创

建适用对象不同的各种理论，在开放讨论中互竞，建立史学理论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中国近代史

学，建立宏观研究和中观研究、微观研究相结合的中国近代史学。
第二、既注重中国特色，又注重与世界的对话。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前 30 年研究中，我

们对国外( 尤其是西方) 史学理论方法多持轻视态度，而改革开放后，有些方面又矫枉过正，出现了

主体性缺位的问题。这一现象已经引起中国近代史学界的高度重视。“学徒姿态”矫正之后，平等

对话随之展开。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国的发展是在世界的发展中展开的，我们既要从世界的发

展中观察中国，也要从世界对中国的观察中研究中国。中国历史学早已成为一种世界性学问，我们

应当致力于建立一个既富有中国特色又融入国际学术主流的中国近代史学，并努力消除其中的紧

张，使中国学者的研究为世界所接受。一方面，如果我们的研究缺少了中国特色，只是邯郸学步，那

就缺少对话基础;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的研究只是强调“中国特色”，而缺少共同关怀和普遍意义，

说一些别人听不懂的话语，那也不能形成有效的对话。我们期待，中国学术将在繁荣开放的总体社

会环境中大放异彩。
第三、注重不同学科的融合发展。在 70 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发展中，已经出现了多学科融

合发展的趋势，前述商会史、社会文化史等皆是不同学科融合发展的产物。这一融合发展的趋势是

学科发展自然产生的要求。新近成立的中国历史研究院，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一趋势，将考古

研究所、古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世界史研究所、中国边疆史研究所及历史理论研究所 6 个研

究机构纳入中国历史研究院的大旗之下，其使命正如习近平主席在致中国历史研究院的贺信中所

指出:“整合中国历史、世界历史、考古等方面研究力量，着力提高研究水平和创新能力，推动相关

历史学科融合发展。”这个融合发展，既包括中国古代史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融合发展，也包括中

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研究的融合发展，还包括文献研究与考古发现的融合发展。中国近代史研究的

融合发展，不仅包含着中国近代史学科内部不同领域之间的交叉发展，还包括对中国古代史研究、
世界历史研究视角、方法和成果的借鉴。这样，中国近代史研究便会展现出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

70 年来，中国在变，世界在变，中国近代史研究正是在这变局之中发展和繁荣起来。历经起伏的

中国近代史研究如今已经形成了比较稳定、比较成熟的学科体系，达到了一个新的学术高度。中国近

代史研究的繁荣，不仅体现为科研成果的丰富，更具有长远意义的是，中国近代史研究已经形成了一

支高素质的研究队伍，他们活跃在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各领域，分布于各年龄层次。他们养成了独立思

考的精神，具备了更为开阔的国际视野，善于以平等的态度来进行学术对话。这是中国近代史研究将

获得持续发展的坚实基础。世界还在变，但我们相信，中国近代史研究会继续发展和繁荣下去。

( 责任编辑: 杨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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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Ｒeview of the Studies on the Modern Chinese History in the Past 70 Years ( 1949 －2019)

Wang Jianlang ( 4)…………………………………………………………………………………

The studies on the modern Chinese history has consisted of a stable and mature research discipline in the past 70 years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Ｒepublic，and especially so in the recent 40 years. In this thriving field，the number of

scholars as well as the quality and quantity of scholarship ha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search on

the modern Chinese history has been benefiting from the social progresses，equal academic communications，openness of

the society，and the expansion of international academic exchanges. The studies on the modern Chinese history have

reached a new academic height and laid the solid foundation for continuous development in the future.

The Sino- Japanese Negotiations for Jiandao in 1907 －1931 Li Hongxi ( 20)…………………………

Since 1907，Japan had initiated the dispute over Jiandao for its own interest in imperial expansion and thus seriously

jeopardized the Chinese sovereignty and the safety of the Northeast region. After the furious negotiation，the Chinese and

Japanese governments signed a treaty in 1909 to settle down the problem with the temporary solution that the territory of

Jiandao and the administrative power of the Korean population in this area belonged to China. Afterwards，however，based

on the consular offices in the five trading cities in Yanbian，Japan constantly violated the 1909 treaty. In the name of

protecting the Koreans，Japanese consular policemen were sent to the areas outside the trading cities to expand the power to

rule the Korean population. As a result，the Sino-Japanese negotiations continued and became more and more complicated

and radicalized until the Mukden Incidence in 1931. The Sino-Japanese negotiations over Jiandao were indeed the

diplomatic fight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in the Yanbian area. To some extents，the efforts of the Chinese officials at

various levels resisted and delayed the Japanese infiltration and expansion in this area.

The Japanese Army and the Second Zhili-Fengtian War Guo Xunchun( 35)………………………

A Study on the Sino-Dutch Negotiations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Consular Offices and the
Nationality of Chinese Diasporas in 1907 －1911 Li Zhangpeng( 47)…………………………

The Lineages and Inter-lineage Association in the Disputes over the Property Ｒights of the Water
Area Ｒelated to Land Ｒeclamation: A Case Study on the Fan Lake Area in the Ｒepublican
Period Xu Bin( 64)…………………………………………………………………………………
After the dam of Fankou had been completed in 1925，the nearby water area was drained to form a large amount of

farming land. The land reclamation stimulated various property rights，which originated from the fishing linages＇ fishing right
in this lake area，to develop. The property rights could be obtained in two ways: through commercial transactions and
through“the lake rules”established via negotiations or legal cases. In this lake area，a hierarchical social order of
“lineage-guild-lineage association-alliance of lineages in the whole lake area”was established. Although there were inte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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